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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的理论逻辑、
法律困境与优化路径

肖 磊，石 渊

摘要：碳排放权交易是市场化碳减排制度，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是源头管控制度，二者分

别作为市场化激励工具与命令控制性行政规制工具，其有效衔接是提升减排效能、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法治路径。当前我国碳交易与碳环评存在法律法规衔接不畅、数据壁垒突出、环评

结论与配额分配脱节等困境，导致制度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论证二者衔接的必要性、可行性，

剖析衔接机制构建中的核心障碍，从法律体系衔接、数据共享互认、监管保障强化三个维度构

建法治化衔接路径，推动形成“源头防控—市场激励—全程监管”的碳治理闭环，为提升碳治

理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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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广东、福建等地率先将碳排放评价结果作为企业购买碳配额的审核依据，并通过地方政府

规章赋予其法律效力①，呈现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下简称碳环评）向碳减排领域延伸的趋势。

2021年，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将试点范围

扩大至河北、浙江、山东等七省及电力、钢铁、石化等关键行业，并相继出台十余项地方技术指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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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碳环评制度的立法积累了实践经验。2024 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

例》）的发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的审议通过，进一步推

动我国碳治理体系的法治化框架的形成，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国家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生

态环境影响评价”②，为碳环评确立了上位法依据。然而，上述文件的出台未自动解决实践中的治理问

题，碳交易领域的规制仍处于传统的“强制型”“威权型”监管模式[1]，现有地方探索较为分散，难以根

本化解两项制度在法秩序层面的规范裂隙。具体而言，当前服务于碳交易的碳环评模式存在明显局限：

该类评价仅能对已落地投资项目的碳排放现状进行事后描述，该评价结论也仅作为碳交易配额分配的量

化参考依据[2]，不具备“评判效力”，与环评制度的预防原则相悖离。此外，由于碳环评与碳交易分属不

同规范轨道，二者在法律法规衔接、数据标准互认及配额联动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纵观既有研究，学界多聚焦于单一制度：在碳交易领域侧重于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界定、配额分配

机制、市场监管等[3]；在碳环评领域侧重于核心概念辨析、制度构建与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等[4]，鲜有学者

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探究两项制度的衔接机制。以生态环境部2022年通报的“中碳能投案”为例③，

涉事企业及第三方机构采用篡改煤质检测报告、制作虚假煤样、编制不实碳排放报告等造假手段，以谋

取经济利益。此案折射出传统“定点式查处”监管模式的失灵，也暴露出当前环境治理的漏洞：前端环

评对数据采集缺乏法律约束力，而后端碳交易的MRV（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又未能与环评审批系统

建立实时联动，致使虚假数据绕过监管流入市场。因此，本文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出发，结合典型案例，

系统破解两项制度的规制逻辑冲突，围绕三个递进问题展开分析：一是在《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下，

二者衔接的规范基础与法理内核；二是当前衔接面临的主要困境；三是衔接机制的完善路径。

二、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的理据

（一）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必要性

碳交易与碳环评都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二者的衔接机制构建有助于推动环境法治走向

“系统治理”。

其一，破解制度碎片化困境，夯实碳治理的统一性基础。当前碳交易规则与碳环评标准分属不同部

门制定，存在法规交叉与监管真空。具体来说，当前我国碳交易规则与碳环评标准呈现“二元”格局：

全国性碳交易的运行以《暂行条例》为主要规范；碳环评尚未形成专门的法律，仅以《生态环境法典》

中的“国家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直接法定依据，以部门规章与技术指南作为主

要依托。这种分属于不同规制主体、遵循不同治理逻辑的制度设计，在规范适用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

面，部分高耗能项目虽通过了碳环评审批却未被纳入碳交易管控，或碳交易配额分配时未充分考虑环评

减排承诺，出现规制遗漏；另一方面，行政规制与市场激励之间缺少有效的衔接，可能造成行政指令限

制减排而市场交易却纵容排放的冲突，导致政策效果相互抵消，而二者衔接可实现制度整合，填补监管

漏洞。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认为，只有当各个法律制度之间彼此协调，整个法秩序才能形成统一整

体，进而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功能[5]。该论断不仅点明了“法秩序统一原理”的核心要义，同时也为碳治理

领域里行政规制与市场激励的融合打下了法理基础，证实了二者形成有效衔接的必要性。

其二，实现碳排放源头管控与市场化减排的有机衔接，健全“双碳”法治运行机制。随着环境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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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规制工具日益多元[6]，其中市场机制在环境治理当中的作用越发突出，并主要作用于温室气体

减排、资源保护等领域，但其运行依赖政府规制所塑造的社会背景，且单一的市场化机制无法完全应对

碳减排工作，还需采用命令控制型的减排手段，以与碳交易衔接配合[7]。碳环评与碳交易分别承担“源头

防控”与“市场激励”的功能，一方面，碳环评具备项目准入的行政许可过滤功能，只有满足法定碳排

放控制标准的项目才能依法开工建设，并通过设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基准、减排措施技

术可行性等量化指标得以实现。碳环评还发挥了风险预防的作用，在科学预测与评估建设项目碳排放的

基础上，要求其制定并落实相应的风险防控预案与减缓措施。另一方面，碳环评有利于碳交易有效、平

稳运行，碳交易配额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离不开碳排放数据，这一数据恰恰需要碳环评提供。当前我国碳

配额分配机制尚不完善，这与缺乏统一、准确的排放数据作为支撑有关，碳环评能够为碳交易配额核定

提供前端数据支撑。同时，碳交易通过配额交易形成市场化的碳价格，既能为企业减排决策提供价格信

号[8]，其配额交易收益也能有效激励企业加大低碳技术研发投入。

（二）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可行性

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的法律逻辑植根于环境规制工具多元、源头管控与市场激励功能互补的需要，

具有衔接的可行性。

其一，碳交易与碳环评具有衔接的规范可行性与制度兼容性。从立法目的与上位法依据来看，二者

均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宗旨，在监管主体、法治框架上具有兼容性。从制度功能与定位来看，碳环评

作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是行政许可的前置程序，即环评审批机关作出有关行政许可决定的重

要依据[9]。碳交易作为市场化激励型规制工具[10]，通过界定碳排放权的财产属性，构建“总量控制—配额

分配—市场交易”的司法治理模式，负责事中事后存量减排、成本优化与履约管控，二者在规制阶段、

作用逻辑上形成一前一后的关系，具备天然衔接的规范基础。同时，二者衔接也深度契合我国环境法

“规制工具整合、全链条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立法趋势，与环评和排污许可衔接、“三同时”制度精简等

改革方向保持内在一致。

其二，碳交易与碳环评具有衔接的规范可行性与实践可行性。一方面，2024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火电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将碳环评与碳

交易市场的衔接融入了技术规则设计，印证了二者衔接的现实可行性。《指南》已将碳环评结果明确为全

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管理、配额总量目标设置及分配的数据支撑，兼顾了碳排放统筹与碳市场衔

接双重目标。针对碳环评侧重于火电行业拟建新增项目的前端管控，而碳市场聚焦已建成火电企业的事

中事后监管这一阶段差异，《指南》通过“双边界”核算设计实现了技术规则上的精准衔接：主要边界与

碳市场管控核算边界相衔接，核算方法也对接了碳市场的要求，改扩建项目现有工程若已纳入碳市场，

则可直接引用相关数据；其他边界涵盖脱硫脱硝工业过程、外购热力等范畴，核算方法依相关技术文件

确定。另一方面，碳交易与碳环评的衔接具备实践基础、可借鉴的成熟范式与先行试点验证。在法理借

鉴层面，学术界对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讨论，可为二者在规则对接、程序联动、监管协

同等方面提供借鉴[11]。在实证验证层面，国内也已开展了一批制度衔接试点：浙江杭州、湖州等地通过将

环评碳绩效与碳效评价、配额奖励相挂钩④，将“前端行政指导”转化为“后端经济激励”；广州南沙推

行的环评与碳评一体化，实现了低碳绩效与市场激励的联动[12]；北京、海南等地把环评碳排放承诺纳入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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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MRV核查与履约监管体系中，认可环评结论在碳交易中的法定效力⑤，这为明确环评数据法律效力提

供了参考。上述试点可以说明，环评数据能作为配额分配的参考，减排措施能得到跨制度的认定，监管

执法也能联动实施。

三、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的法律困境

审视碳交易与碳环评的实践现状与规范规定，不难发现两者的衔接存在法律法规衔接不畅、数据壁

垒突出、配额分配与环评结论脱节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碳减排政策的效能，亟须解决。

（一）规范困境：核心规则与衔接机制缺失

法律规范的系统性与协调性是制度衔接的前提，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困境的首要根源在于缺乏系统

性的法定衔接机制，形成制度断层。

其一，从核心规则来看，《生态环境法典》虽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环评范围，为碳环评确定了上位法

依据，但未确定碳环评结论对碳配额分配的约束效力。尽管碳环评所确认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减排潜力

等数据，可为省级碳交易配额调整、有偿分配倾斜等提供参考，例如《指南》便明确环评结果可作为碳

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的数据支撑和增量预警依据，但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明确确认，这些数据难以

对配额分配形成具有强制力的约束效力。同时，《生态环境法典》和《暂行条例》虽然构建了碳交易的框

架⑥，但也未明确碳市场履约情况对碳环评变更的约束作用，后者仅规定配额分配需要考虑经济发展、历

史排放、市场调节需要等多重因素⑦，二者无直接规范关联。从程序衔接设计来看，《生态环境法典》未

规定碳环评变更与碳配额调整的联动规则，未明确在碳排放水平因建设项目的重大变动引发改变时，配

额调整的触发条件、流程标准及数额核定等标准，也未针对低碳项目制定配额倾斜、履约宽限期等激励

机制，难以通过市场手段引导主体落实碳环评要求。

其二，从规则内容来看，碳交易与碳环评的衔接规则尚不完善，二者衔接缺乏明确清晰的法律指引。

《生态环境法典》中并无专门规范碳环评与碳配额分配的衔接关系的条款，《暂行条例》对于碳环评数据

如何转化为碳配额分配依据、碳环评结论与碳配额分配机制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也未作明确规定。虽然

《指南》为火电行业碳交易与碳环评的衔接搭建了技术框架，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位阶偏低，设计的衔

接规则仅为技术指导，缺乏法律层面的强制约束力，且效力仅涉及火电行业，无法形成全域性衔接规范；

调整范围受限，仅聚焦火电行业拟建新增项目的碳环评核算环节，未覆盖碳市场行业扩围需求，也未涉

及数据移送、减排承诺与履约监管联动等全流程衔接机制。在配额分配实践中，碳环评相关指标尚未被

实质纳入决策体系。全国层面的配额总量构建以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目标为核心指向，结合经济社会

运行态势等要素形成顶层制度框架；区域层级的配额总量分配依托全国下达的分解额度开展差异化配置，

但均未有效衔接碳环评出具的区域环境承载限度、产业结构转型减排空间等评估结论，最终造成配额总

量规划与区域实际减排需求之间出现适配偏差。

上述规范困境的法律根源在于“法秩序统一原则”在这一领域的缺失，当前碳环评与碳交易缺乏一

个能整合二者目标与程序的上位法律原则或专门条款，而是分别由《生态环境法典》下的不同章节以及

《暂行条例》等规范进行调整，这导致“源头预防”的环评逻辑与“成本效益”的市场逻辑在法律规范层

面未能形成协调的行为指引，也缺乏法定的联动机制。克服规范困境的关键是在立法层面确立衔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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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项制度置于一个统一、协调的法秩序框架下进行系统性设计，明确彼此的程序联动规则。

（二）技术困境：数据标准分立与衔接壁垒

技术标准的统一性与兼容性是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的技术前提，二者在技术标准、核查体系上存在

标准差异与适配缺失，同时实操性技术规范也未形成有效衔接。

其一，碳交易与碳环评存在标准模糊、审批冲突和核算差异等问题。首先，在碳环评中，《指南》未

建立数据审批、核查、互认、跨区域技术衔接等机制，《生态环境法典》中也未规定核心技术规范，致使

全生命周期核算与运营阶段核算的适用场景不明，单位产品碳排放阈值、减排措施技术标准等评价指标

也不明确，难以真正回应实践需要。法典第九十五条虽提及了分类管理，但未针对高碳行业和低碳项目

提出不同的碳环评要求，也没有明确哪些项目需要单独编制碳排放专章、哪些可以简化评价，针对性不

足。同时，碳环评与规划环评的衔接有待完善，法典未明确规划环评中的碳约束如何在建设项目环评中

发挥效用，这就可能出现规划碳配额与项目碳环评结论相冲突的情形。其次，在碳交易中，《生态环境法

典》对具体碳配额分配方式的适用范围与行业的差异化标准仍然不够清晰，未建立跨区域的碳配额调剂

机制，这和碳污染本身跨区域流动性不匹配。另外，两类制度在审批、核查标准上缺少互认机制，碳环

评数据审批侧重方案合规性，碳交易数据核查则侧重实际排放量，审批与核查这两套逻辑很容易造成数

据冲突，进而让企业为了调整数据而重复投入资源，既抬高了合规成本，又拉低了数据的公信力。最后，

核算方法与边界的不同导致碳排放数据缺乏可比性。碳环评采用的是以清单法为基础、结合情景分析的

综合核算模式，需要计算企业直接和间接、生产与非生产阶段的碳排放；碳交易则是以实测数据为主、

排放因子法为辅的核算路径，通过“企业自报—第三方审核—政府确认”的MRV体系来提升数据的精准

性，同时只聚焦于企业可直接管控、可量化核查的生产性直接排放。两类核算逻辑和边界的差别，可能

使同一家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出现偏差。

其二，数据衔接与质量管控机制缺位。在数据衔接层面，《生态环境法典》尚未对碳环评数据向碳交

易系统移送的程序、时限和异议处理机制作出规定。首先，现有的评价体系跟市场运行需求之间存在适

配偏差：碳交易配额的测算与价格形成以稳定的量化指标作为前提，可碳环评环节至今仍未将减排空间、

清洁能源替代比例等关键指标，转化成可直接用于配额核定的量化依据，这就使环评结果很难融入碳交

易中。同时，区域碳价格差异反映各地边际减排成本与环境容量稀缺程度的不同，当前碳环评规定也未

能将这类市场信号作为动态调整评价标准的参考，难以根据减排成本与环境承载力的区域差异来实行分

类管控，削弱了两项制度衔接运行的效果。其次，数据质量管控机制割裂。碳环评数据由环评技术单位

编制后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核查重点落在技术方案与现行政策规范的契合度上，只要形式达标

就能通过；碳交易数据则由第三方核查机构核验、监管部门复核，核定的是企业年度内可量化的具体排

放规模，并据此确定企业的配额履约结果。实践中，两类数据不同的审查逻辑容易引发结果冲突。同时，

得出的结论也缺乏法定互认，这导致企业需要重复投入时间、人力与金钱进行数据确认，既浪费了资源

也加重了数据间的冲突。最后，数据核查环节存在衔接机制缺位，目前第三方核查与第四方复核都以省

级行政区域为实施单位⑧，全国层面尚未建立起贯通各省的数据共享与全程追溯体系，复核环节与环评阶

段的原始数据没能完全对接，呈现出脱轨的状态，再加上各地对核查错误的认定标准不一、核查机构专

业能力参差不齐，以及碳核查机构全国统一的准入规则也一直未建立，直接降低了全国碳排放数据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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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与可信度。

上述技术困境的根源在于现有法律规定尚未明确两类数据的法律性质与证明效力，即在当前法律框

架下，碳环评数据与碳交易MRV数据在法律属性、证明效力及在行政决策与市场交易中的可采性均较为

模糊，由此带来了技术标准难以统一、核查体系无法互认、数据移送缺乏途径等一系列难题。要解决这

类问题，需要在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明确两类数据的性质、效力以及相互转换的规则，以为后续技术

标准的统一和互认奠定基础。

（三）保障困境：监管不足与追责乏力

健全的监管保障体系是制度衔接落地的重要环节，当前碳交易与碳环评存在监管协同不足、法律责

任衔接不畅等问题，亟须加强监管。

其一，在监管协同方面，《生态环境法典》虽明确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统一监管的职责，但在碳交

易与碳环评的衔接领域缺乏专门的联合监管机制，碳环评的审批系统与碳交易MRV系统也缺乏实时数据

对接，这就造成“环评承诺减排措施未实施而配额已获取”“碳环评数据造假导致履约”等违法行为难以

被及时发现。同时，针对碳污染跨区域流动的特点，法典中未对跨区域的监管职责划分、执法协助程序

与减排责任分担等规则进行细化，既指导不了实践，也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在法律责任方面，《生态环境

法典》虽然分别规定了违反碳环评与碳交易的后果，却没有明确交叉二者违法行为的追责，一旦出现环

评阶段虚假申报排放基数导致碳交易履约违规的情形，相应的合并处罚依据和责任划分标准基本空白。

青岛希诺案便为典型案例，在该案当中，核查机构没有把环评批复的减排承诺与入炉煤实际数据进行关

联性校验⑨，造成“环评数据造假但成功履约”的衔接性违法行为很难被及时发现，而更深层的原因还是

交叉违法的责任真空：当企业利用环评阶段的虚假申报去骗取交易阶段的配额利益时，违法成本因缺少

合并处罚依据和责任划分标准而偏低，从而在利益诱惑与惩罚威慑不足的双重作用下选择造假。这也就

意味着，一旦缺乏协同的监管规则和追责条款，就很难保证实践中不出现脱离立法目的的违法行为。

其二，跨区域监管权责的模糊导致衔接治理存在真空地带。一方面，从立法规范来看，《生态环境法

典》目前还没有针对碳环评与碳交易跨区域配合的专门制度设计，虽然《生态环境法典》第二十一条原

则性提出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协调机制⑩，但并未将这一机制具体运用到碳治理领域，既没有划

定环评审批部门与碳交易监管部门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明确二者在数据核对、责任认定上的具体职责；

《生态环境法典》第二十三条提出建立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⑪，却未对碳排放强度预测、减排承诺落实

等核心信息的共享范围、形式和要求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在违法追责方面，《生态环境法典》同样未指

明跨区域项目中企业或技术服务机构违法时应由何地机关负责处罚，缺少跨区域执法协助与联动执行机

制，失信信息互认与联合惩戒的权限、程序也不清晰，使得一地作出的惩戒决定难以在其他区域产生约

束力，跨区域衔接治理的执行机制存在短板。

上述监管层面困境的法律根源在于协同监管原则与责任一体化追究机制的缺失。 按照该原则，法律

应当在具有内在关联的行政监管领域中构建权责清晰、程序衔接的一体化监管框架。然而，《生态环境法

典》中的统一监管职责尚未具体化为碳交易与碳环评协同监管的法定机制，导致全链条监管割裂，同时，

法律责任条款的分立状态，也削弱了法律惩戒的威慑力。因此，需要明确协同监管的组织架构、信息共

享的法定程序以及交叉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规则，以为制度衔接提供执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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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机制的法治优化

碳交易与碳环评的衔接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制度组合，结合上述衔接障碍提出以下完善路径。

（一）完善衔接的制度规范体系

针对碳交易与碳环评衔接在核心规则与衔接机制上的规范缺失与碎片化问题，需从法秩序统一性的

角度出发，立足《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度框架，通过立法修订与下位法细化，构建价值统一的法治化衔

接秩序。

其一，补齐规范支撑。首先，明确碳环评与碳交易配额分配的衔接原则，可参考2024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中对审查评价意见地位的规定⑫，在《暂行条例》中

增设：对依法纳入重点排放单位管理的建设项目，其碳环评文件及审查意见应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后

续核定其碳排放配额的参考依据，有关部门需要建立起碳环评预测数据与碳交易实际排放数据的比对、

评估与反馈机制。其次，确立碳市场履约情况对碳环评变更的反向约束规则，引入“准入—履约”的信

用评价体系。负责环评审批的部门在审批时，要通过统一信息平台核查该主体在全国碳市场中的履约信

用记录，对那些近两年内未足额清缴配额或者存在超标排放等失信行为的主体，依法采取不予审批或责

令提交额外区域减排量替代方案的惩戒措施。最后，构建多元协同的激励机制。从立法层面看，明确合

法合规成效转化为财产权益的通道，让减排量一经核验就能转化为CCER等市场化标的，实现外部成本内

化；在金融领域，将环评合规与信贷评估相关联，实行差异化的融资支持。同时，还要优化碳普惠制度，

对中小微主体及个人的减排活动进行量化赋权，并将这些活动与行政服务、政府采购挂钩，以在行政引

导和市场激励的融合中调动减排积极性。

其二，明确碳环评结论对碳配额分配的约束力与联动程序。首先，相关部门在核定重点排放单位配

额时，需以书面形式载明是否采纳碳环评文件中碳排放预测数据与减排潜力分析，并将碳环评结论作为

配额核定的参考依据。核定机关若无正当理由又不予采纳时，企业享有陈述申辩权，可向相关部门反映

或投诉，一经查实，便能以程序不当为由撤销或者变更有关决定。其次，要构建起碳环评变更与碳配额

调整的联动程序。可在《暂行条例》中增设条款，要求企业在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碳排放状况出现

重大改变时重新报批碳环评，并向配额主管部门申请配额调整；随后根据重新批准的碳环评文件以及碳

排放量的变化情况，作出是否调整以及怎样调整配额的决定。若企业没有主动申请调整，可责令其改正、

处以罚款、核减下一年度配额，直至停产整治；若主管部门无正当理由却拒绝启动调整程序，有关人员

需承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话，还可以追究监管失职的责任，以此确保碳环评的效

力传导到配额分配与履约环节。最后，上级政府在分解配额时，需要考虑环评所揭示的区域产业转型潜

力和环境承载力极限，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也要结合本行政区域的环评数据，制定出差异化的配额分

配细则，让配额总量规划跟区域碳治理的实际状况相适应，防止碳交易机制给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绿色转

型带来负面影响，避免损害实质公平。

（二）构建标准统一与互认的数据衔接机制

针对核算方法、评价指标、数据管控的适配缺失，以标准统一、数据互认为核心，构建碳交易与碳

环评的技术衔接机制。

8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一，统一碳核算方法与技术规范[13]。法秩序统一要求不同部门法在基本概念与逻辑上保持最低限度

的相容性。首先，在外部体系层面，应从立法论角度明确技术规范的制定授权与效力，可在《暂行条例》

中增设专门授权条款，明确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制定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

的监测、报告、核查国家标准，同时确保此类国家标准与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要求保持

体系衔接，并对涉及跨体系数据比对、互认的技术规范一并制定与公布。其次，在国家标准中统一碳核

算方法，要求碳环评与碳交易均优先使用企业实测数据，对非生产阶段排放，明确行业平均数据的适用

范围和更新频率，建立数据偏差校正机制，针对同一企业两类数据的差异，明确以碳交易MRV体系数据

为基准，碳环评数据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最后，引入行政裁决法理，建立碳交易与碳环

评数据交叉验证的会商与裁定机制。

其二，建立法定数据移送与互认机制。首先，从立法层面明确关键数据的法定移送程序与法律效果。

可在《暂行条例》中增设规定：作出碳环评审批决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在环评批复生效后的一定工

作日内，将批复文件及经确认的项目碳排放预测强度、减排措施承诺等数据，通过统一平台推送至负责

该企业配额管理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告知建设单位，而接收部门需要将上述数据录入该企业碳

市场管理档案，作为后续监管的背景信息。其次，确立以碳交易MRV体系为基准的数据核查与互认机制。

可增加相关规定：经过法定的第三方机构核查并由主管部门确认后，企业在碳市场履约中形成的排放数

据，能作为其后续改扩建项目碳环评中“现有工程排放水平”的凭据，环评审批部门应当予以采信；而

企业依规生成的碳排放初始信息，也能同时作为项目环评与碳交易履约工作的共同依据，审批与配额管

理环节要采纳来自同一数据源的核验结果。最后，建立跨部门数据溯源与共享平台[14]，由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牵头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大数据管理平台”，监管机构可以运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手

段，搭建跨部门的碳数据互通平台，为排放信息从监测报送、核验到使用的全过程构筑可追踪、防篡改

的防护网，从而给部门间的信息互认和市场运转提供数据支撑。

（三）筑牢衔接的监管保障机制

监管保障机制影响着碳交易与碳环评的衔接协作，因此需要达成监管职权的法定化整合、跨域执法

的程序统合，并在公权力干预与市场机制间实现价值平衡。

其一，建立权责法定的一体化协同监管机制。首先，在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层面，要推动监管职权

的法定整合。可考虑由生态环境部牵头组建“碳衔接治理监管专班”，将环评审批、碳交易配额分配和履

约监管等职能整合，形成“统一规划、标准、监测与执法”的监管模式，并用法定形式把数据共享、联

合检查与案件会商的时限和流程固定；要求协调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违规情形开展调查，对拒绝

履行协同职责的部门及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其次，在技术赋能层面，构建实时动态监管平台，打通

环评审批与碳市场MRV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针对“环评承诺减排措施未落实但配额已获取”“环评数据

造假但顺利履约”等违规情形，设定算法预警阈值，一旦触发预警，相关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启动

调查，还要引入贯穿碳环评与碳配额全流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年度审计制度来提高算法的公正性。最后，

在法律责任层面明确责任类型区分。透明度、责任与追责机制是保障数据安全与合法使用的关键[15]，可按

技术性违法、一般性违法和重大违法三个等级对违法行为进行划分，分别适用警告、罚款、吊销资质等

处理；并实行“一案双查”，对参与数据造假的第三方机构和个人，除罚款外，将其纳入全国环保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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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实施行业终身禁入，从而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

其二，化解行政区划与生态单元的张力，建立跨区域监管协调与执法协助制度[16]。首先，搭建分级负

责与流程衔接的基本框架，由环评审批所在地政府对项目全周期排放情况开展持续监测与合规检查，并

将信息实时上传到国家级统一平台，碳交易监管部门再依据平台数据来开展配额测算、核发与履约管理。

其次，建议在《暂行条例》或未来的《气候变化应对法》中设立跨区域碳治理协调机构，赋予其制定区

域衔接监管规范、裁决跨省监管权限争议、开展联合执法以及提出问责建议等职权，同时建立强制性的

信息互通制度，对各类数据的报送主体、期限、格式和质量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再次，在执法协助层面

建立强制性的数据互通与执法协助请求权制度，明确项目实施地、注册地和排放地均负有法定的协助义

务；依托全国信用平台，做到一地作出的失信惩戒能够自动推送至登记地与实施地，各地同等适用这些

限制措施[17]，从而推动《生态环境法典》中联合保护机制的落地。最后，厘清行政监管与市场机制的边

界，严防行政权力对碳市场的过度干预。可在《暂行条例》中作出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核减企业已

依法获得的配额，只有在企业提供虚假环评或排放数据、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更需要重新审批环评、国

家排放目标调整并经法定程序修订分配方案等法定情形下，才能启动调整程序，以在维护监管效能的同

时保障碳交易的市场化本质。

五、结语

在“双碳”目标从政策导向转向法治落地的过程中，碳交易与碳环评制度在衔接过程中面临着立法

供给不足、技术规范不统一及监管支撑无力等多重现实制约，根源在于传统环境治理架构与“双碳”目

标下新型碳治理的现实法治需求不适配。因此，破除上述制约需要从法理层面明确两类制度衔接的合理

依据，在技术层面达成标准统一与数据互认，在运行层面优化衔接机制与监管保障。

注释：

① 《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新建项目企业的配额由省生态环境部门审核的碳排放评估结果核定。

新建项目企业按照要求足额购买有偿配额后，方可获得免费配额。”《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

定：“新建重大建设项目的企业所需配额，由省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易主管部门综合考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碳排放权交

易主管部门审核的碳排放评估结果予以核定并免费发放。”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

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

法与制度。国家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③ 案情介绍：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协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在环评阶段篡改入炉煤元素碳含

量检测结果、虚构低排放值以满足准入要求，在碳交易履约阶段进一步利用可编辑模板篡改检测报告的送检日期、报

告编号等关键信息，同时虚报瞒报燃煤量、外购电量等生产数据，刻意压低排放量，导致两类数据形成割裂。

④ 信息来源于《杭州市“承诺+公证”环评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国家碳达峰试点（湖州）实施方案》。

⑤ 信息来源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试行开展碳排放核算评价的通告》京环发〔2023〕 9
号、《关于试行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琼环评字〔2021〕6号。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七条第一、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碳排放权交易产品包括碳排放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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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现货交易产品。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

并组织实施。

⑦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目标，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发展阶段、历史排放情况、市场调节需要等因素，制定年度

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组织实施。

⑧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环办气候函〔2021〕 130号，“第三方”核查是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的核查。“第四方”复核是指在“第三方”核查工作结束后，由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另行招标的机构对核查结果进行复核，也可称为“第四方”评价。

⑨ 案情介绍：青岛希诺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受委托开展碳排放核查时，现场核查未对环评与碳交易申报数据进行关联性校

验，对企业刻意隐瞒部分机组投运、违规用入厂煤数据替代入炉煤数据核算导致的两类数据偏差视而不见，虚构核查

内容、出具失实结论，间接纵容数据造假。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

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保护措施。

⑪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提升信息共享能力，加强

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上传生态环境信

息并动态更新。

⑫ 《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第十一条规定：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将碳排放评价有关

要求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对项目用能和碳排放情况开展综合评价，将有关审查评价意见作为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开工建设以及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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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ection between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Environ‐
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eoretical Logic， Leg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Xiao　Lei，Shi　Yuan

Abstract: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is a market-oriente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ys⁃
tem, and carbon emiss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s a source control system. As a market-
oriented incentive tool and a command-and-control administrative regulatory tool respectively, their ef⁃
fective connection is an important rule-of-law path to improve emission reduction efficiency and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 At present, China's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and carb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ace dilemmas such as poor converge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inent data barri⁃
ers, and dis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lusions and quota allocation, which 
have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to be effectively exert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analyze the major obstac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rgence mechanism, and construct a legalized convergence path from three 
dimensions: legal system convergence, data sharing and mutual recognition, and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and guarantee. This will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carbon governance closed loop of "sour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market incentives - whole-process supervis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
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carbon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 allowance trading; carb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Code; unity of legal order; MRV System; the "Dual Carb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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